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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物馆的版权限制与例外的研究报告
Jean-François Canat和Lucie Guibault与Elisabeth Logeais合作撰写
本研究报告调查了有利于博物馆的版权限制与例外的问题，旨在加深国际对规约适当限制的必要性的理解；探讨现有和拟采用的保护模式，并朝着在特定的例外或限制领域达成协议的目标前进。
全世界的博物馆都以其现有的形式存在了多个世纪，它们各具形态和规模。博物馆的收藏品为参观者荟萃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博物馆是国家文化遗产的守护神，它们所收藏的物品有如其从事的使命那样千差万别、多彩多姿：艺术品或工艺品、文本、图纸、绘画、照片、地图、电影和录音制品。所有展品的收集和整理都是为了促进艺术、人类学、考古学、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实现这些目标，博物馆参与了各种与其保管的藏品相关的活动，活动的核心内容涉及了这些藏品的获取和策展；向公众进行传播并在支持教育和研究工作中推广它们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重大的技术和社会变革，如果博物馆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履行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职能，它们目前也必须改造自己的传统方式并考虑使其藏品实现数字化并向公众传播。
博物馆使命的完成往往涉及到要对其藏品中的作品进行复制并将其向公众传播。为完成与受版权保护作品相关的活动，除非适用版权的例外或限制，否则，图书馆原则上需要得到权力持有人的许可。因此版权法与博物馆活动之间的交叉存在着出现某种挑战的可能性，这正是大多数版权作品的潜在用户所遇到情况。
然而，并非所有的博物馆都以相同的措施应对与版权法相关的问题。首先，博物馆的馆藏汇集的所有物品不见得均享有版权：在一些情况下，馆藏品不符合版权法规定的一件作品所需具备的条件(例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辆自行车)；但在多数情况下，该藏品的版权保护期已然届满(例如埃及手工艺品或莎士比亚的手稿)。从版权法的角度来看，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这些物品。其二，博物馆在取得其馆藏作品的物质产权的同时，试图尽可能通过契约协议获取版权转让，或至少借助于权利的使用许可。如果博物馆没有确保获得开展这些活动所需的合法授权，那么它们就很难处于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状态中。但博物馆并不是总能够获取这些权利。此外，在数字网络环境出现之前，博物馆对其掌握的藏品的具体情况可能并不很清楚：比如这些物品的“数字权”究竟属于谁？是属于作品的原作者还是博物馆？如果再也无法查明或找到作者，在该作品在何种情况下应属于“孤儿”。
本研究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就是版权法例外与限制的现状对于使博物馆能够开展自己的业务而言是否适宜，如不适宜，在考虑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的前提下，怎样确保博物馆在其任务范围内提供博物馆服务的工作不受妨碍。如何能通过法律或契约最大限度地落实权利人的授权？我们能否对伯尔尼联盟成员国版权法中的限制与例外进行修正以便减少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结构和方法
为实现两方面的目标，本研究报告首先介绍了版权法目前的状况以及有关博物馆及其用户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的例外与限制；其二，根据第一部分的结论，研究报告从比较规范的角度审视了在遵守版权法准则的前提下有助于提供博物馆服务的可能方法。
在开始介绍第三章有关采用的有利于博物馆的法定例外与限制之前，并在目前介绍了第一章的内容之后，第二章把博物馆置于全球理论和法律的范畴内。该章首先简要概述了博物馆的历史发展(第2.1节)，以及在“博物馆”这一概念在本报告其他部分使用时的定义。这一章然后描述了博物馆的主要工作任务(第2.2节)，其中包括获取和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交流与展览，以及为教育、学习和研究提供的支持。接下来的第2.3节简要讨论了为博物馆及其用户的利益采用版权的法定例外与限制的关键原理。主要的基本原理包括公民自我实现、参与文化生活、教育和研究等各项权利，以及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的推广。第2.3节把有关博物馆及其在实现目标时取得的成绩方面的讨论置于国际法律的版权框架下，探讨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各项条约，即：《伯尔尼公约》和《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公约》(2005)；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地区性公约。
第三章开宗明义，简要概述了精神权利的保护和它怎样对博物馆活动产生影响。第3.2和3.3节在其后分析了与完成博物馆的任务相关的例外与限制，例如：具体和一般的例外与限制，以及在博物馆活动中行使该项权利时出现的转售权。具体例外包括博物馆的下述可能性：为保存目的进行复制；在展览目录上使用作品；展览作品；在博物馆现场中为学习或研究目的向公众提供作品；对孤儿作品进行某种使用(第3.2节)。与博物馆开展的活动相关的一般例外包括出于私人目的复制权；进行影印复制；为教育和科研目的使用作品(第3.3节)。第3.4节叙述了在世界若干地区制定转售权制度可能对博物馆活动产生的影响。
鉴于本研究报告所能获取的资源有限，对于适用伯尔尼联盟成员国国内法中博物馆的例外与限制进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2008年编拟的产权组织关于博物馆和档案馆的研究报告以及最近由肯尼思·克鲁斯在2014年进行更新的这份报告[footnoteRef:1]。有关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这两项研究报告构成了查明其版权法明确将博物馆作为例外与限制受益人的那些国家的情况，报告推定凡立法者认为对图书馆使用作品进行管理是可取的，那么他们亦可管理博物馆对于受版权保护作品的使用。可通过对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立法Lex数据库中关键词检索的方法查阅此项研究结果。产权组织先前研究的相关信息也可以直接参考各国国内法的法定条款。由此而生成的国内法清单故仅包括那些在其国内法中明确提及“博物馆”的国家。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诸如奥地利等国当具备合理的理由推定被认为适用于“公共收藏品的法律”也将适用于博物馆收藏品时才被纳入这份清单。另一方面，我们也防止把其法律仅明确提及图书馆和档案馆但却没有提及博物馆的国家纳入这份清单，例如像美国和瑞典。然而，也可能会出现国内法并未涵盖博物馆但却逃脱了我们视线的情况。此外，注意以下一点也十分重要，对这些成果的分析并未构成传统表述意义上的比较法分析。要进行比较法分析，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法律传统、立法、案例法和对每一个国家实际情况的评述。因而，第三章的分析只是让读者概括了解每个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从表面价值上进行相互比照。 [1:  	2014年11月5日由律师肯尼思·克鲁斯博士编拟的《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版权限制与例外的研究报告》，SCCR/29/3；2008年8月26日由哥伦比亚大学版权顾问办公室主任肯尼思·克鲁斯编拟的《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版权限制与例外的研究报告》，SCCR/17/2。] 

世界上属于产权组织成员国的188个国家中，仅有45个国家的法律载有专门允许博物馆在未经权利人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对其馆藏作品进行某些使用的规定。可参阅附录二的国家情况表[footnoteRef:2]。 [2: 	对阿姆斯特丹大学信息法律研究所的两名硕士研究生Emilie Kannekens和Svetlana Iakovleva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我们汇编了附录二表格中的信息。]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footnoteRef:3]进行了一项调研工作，这项工作旨在探寻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及其馆藏的组成，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它们开展的与其收藏的作品相关的活动类型。在附录一里引用了调查问卷。接受调查者被要求说明他们是否对作品进行了复制，是否将作品的复制件无论是以模拟或是数字方式向公众进行传播或散发。调查还征询他们就其本国的版权法规是否足以使博物馆完成其使命发表意见。第四章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在同一章提供的案例研究的基础[footnoteRef:4]。 [3:  	ICOM是一个国际组织，自1946年以来该组织代表了超过20,000个博物馆和约32,000个博物馆专业人员。该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取代SDN(国际联盟)1926年建立的国际博物馆局的倡议于1946年成立。]  [4:  	谨对协助我们开展此次调研工作、汇编和编制调查问卷答复意见的见习律师Charlotte Poivre和Anne-Laure Duthoit表示特别感谢。] 

第五章在结束时总结了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并对解决已查明版权问题的备选方案作出了分析。
最后，值得在这里提出的是，由于本研究报告范围有限，对一些问题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阐明博物馆工作的特定的国家立法规定、关于保护文化或国家遗产的国家规定、涉及视障者的邻接权/相关权的博物馆服务、关于访问公共数据的立法、管理规避技术保护措施和界定公有领域的法律。
建  议
法律的确定性乃是开展活动的支柱，博物馆需要清楚了解适用的规则，并应适用这些规则以完成本研究报告所阐明的由ICOM界定的非商业性工作。
针对立法者的建议
1.	藏品的数字化看来是完成博物馆保存并向公众传播拟访问的有关遗产资源信息这一首要任务所无法回避的工作。
在这方面，为保存目的可以明确并协调统一关于博物馆永久收藏的艺术品的数字化的规定，以此作为例外或限制，而无论这些作品是否属于孤儿作品。被发表作品的数字化可以沿用针对孤儿作品的相同规定，例如事先进行尽职调查以找到权利人并征得同意，且内容的公开仅出于维护公众利益的合法理由。我们还可以就查询博物馆永久馆藏、目录和档案的网站(受限下载)进行探讨，将之作为一种须征得权利人同意并给予符合标准补偿的限制。
2.	权利的地域性和与不同地域的权利清算相关的困难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常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此十分了解。这些组织与姊妹协会签订相互代表协议，为版权的许可使用铺平道路。对于国际展览而言，仍然没有全面的使用许可框架，我们对数字传输所需的授权范围尚未全部了然：千差万别的复制行为和向公众传播的活动并非十分简单。此外，“向公众传播/提供”的行为在内容、地点和效力上都没有明确界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其运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图像库的图像检索服务的衍生效应以及超文本链接对版权作品的影响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
3.	教育、研究和学习往往属于协作式的跨境活动。服务于这些目的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可以被博物馆用于传播自己的版权作品。不过，博物馆应当制定自身的政策，以确保为研究和学习目的对其馆藏品的传播条件符合其战略、非商业目标的要求以及文案和数据挖掘的编制。ICOM或一批愿意应对这一挑战的博物馆可以保留一套最基本的准则。
针对博物馆界的建议
博物馆和权利人应携手确保从第三方运营商后续使用其艺术作品中获得合理受益。
博物馆还应与各种利益攸关者进行谈判，特别是与学术界、艺术家和集体管理组织进行旨在更新使用许可合同和使用费率的谈判，从而更加便于获得许可和预测可能需要授权的新的使用。博物馆采取共同行动将会强化其谈判立场并在立法者可能尚未制定可适用的规则时或甚至未权衡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时有助于他们制定一份蓝图。博物馆界在微缩图像上的声明能够提供一些指导，但对于数字人文和3D打印以及众筹等方面则需要提供更多的指导。
应当鼓励在博物馆之间进行合作，那些经验丰富的博物馆能够通过ICOM的支持和项目伙伴关系为其伙伴博物馆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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